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４３（２）：１２１～１２６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民族文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１０

作者简介：王四莲 （１９９１—），女 （白族），云南大理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

发展史研究。

近代白族商绅的显亲扬名与社会抟聚

———基于大理喜洲匾额文化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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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时局动荡，地方社会的新型秩序重塑牵涉多维度精神空间与现实空间。匾额是义涵丰富的历

史文物，从匾额中可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窥见地方与民族的精神文化。大理喜洲商绅通过匾额彰显

家族社会声望与地位，谋求自身利益，希冀得到权力的庇护，并积极参与社会，通过匾额传达并形塑着

新的价值观念，他们延展家族事业，引导地方民众参与社会实践，成为链接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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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光瑞的 《中国匾额学》［１］是较为系统的研究

著作，阐述了匾额的历史脉络，深入解析了匾额的

文字、形式以及文化内涵。对匾额颇有研究的林声

在 《中华名匾》［２］一书中辑录了唐至民国时期的建

筑匾额，并对匾额历史沿革进行系统论述。张光奇

编著的 《匾额楹联》［３］则具体分析民宅、园林等的

匾额形式，但不重视其文化内涵。赵金婕［４］、钱

炜蕾［５］、窦贤鹏［６］等以案例阐析了特定区域内的

匾额文化，内容兼及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以及风俗

习尚和生活理念等，重点突出了匾额的潜隐义涵与

人们文化生活的双重复合现象。此外，李艳华［７］、

周梅清［８］从匾额的内涵、功能以及价值进行多维

度阐释。综上，匾额文化的研究大多以艺术鉴赏内

容为主，并未深入意识层面，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

究和拓展。而关于白族匾额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极

少，不成系统且未涉及地方民族文化。因此，对白

族地区匾额文化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

对白族地区匾额文化内涵的研究，剖析白族人格特



征和精神气蕴，一方面释析了白族文化的内容，重

拾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

思考；另一方面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强化对

匾额等历史文物的保护与重视。

大理喜洲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 “南方丝绸

之路” “茶马古道”等的集散地，马帮络绎不绝，

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至今仍存有体现地区

经济文化、精神文化的表征。近代滇缅印之间生活

物资的频繁往来繁盛了喜洲诸商号，喜洲商帮成为

当时声名赫赫的商帮之一。在经济富足的条件下，

人们转而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因此，匾额成

为地方人士融合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载体不断涌现在

大众视野中，匾额亦成为各阶层意识形态的 “传送

带”。由于富强势大，商人参与了社会转型，涵盖着

多重身份，在地方社会上形成特殊的商绅阶层。

一、喜洲商绅的缘起

喜洲，古称 “大厘城”，是白族先民 “河蛮”

世居地，从汉代以降至南北朝时期一度是叶榆县治

所在地，南诏大理国时期地位仅次于阳苴咩城和太

和城［９］８０，是洱海区域 “十睑之一”，人口稠密，

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南诏王皮罗阁和异牟寻曾在此

建立行宫。［１０］大理国时期是北据吐蕃的战略要地，

更是佛教传播与商业贸易的重镇。当地民族文化特

征显著，是大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至今仍是白族

人口集聚区，由于处在各大路网的枢纽位置，该地

贸易交流起步早，辐射范围广，商业底蕴深厚繁

荣，滇西北地区早在唐代便流传着 “河赕贾客

（即喜洲白族先民）”歌谣。徐霞客曾在游记中载：

“吾邑唯喜洲一地，人尚勤俭耐劳，具有商业性

质”，“喜洲虽大，亦人烟稠密，类多出外经商”，

可见当时商业风气已深入人心。［９］８２

从历史纵深看，喜洲具有经商传统，古代洱

海大姓在喜洲广泛分布，可耕种土地大多被大姓占

有，诸多民户无稳定的食物供给和经济来源，外出

经商既解决了人均田地占有面积小的现实困境，也

为民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成为新的谋生之

道，长此以往产生了 “喜洲无农”的说法。此外，

喜洲地区的商业发展历经数代的艰苦拓展，逐步从

坐商向行商转变，商户增多，涉及面不断外扩，成

为一个庞大的商贸体系。许?光数次对喜洲实地调

查研究，认为喜洲与中国同时期的其他村镇迥然不

同的地方在于其富商大贾数量之众令人瞠目结舌。

喜洲商业的繁荣发展也为地方建设提供了相对雄厚

的经济基础，这时期建造了诸多至今保留完整的白

族民居建筑群，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对

喜洲建筑的描述中写道：“镇里的殷实大户有杨董

赵李尹张严诸姓，各家的宅第都是画栋雕梁，轮奂

可颂。”［１１］此外，经济流通也带动了地方生活文化

的水平。富裕促进了人们对皇赐荣誉、祖宗崇拜和

其他传统习俗的追求。［１２］在经济富足的条件下人们

转而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给养，也有多余的财力去

显亲扬名，标明家族身份地位，展现风雅的文化底

蕴。“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

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看，镇外

的牌坊，高大、美丽，通体是大理石的，而且不止

一座呀！”［９］８２字里行间透露出喜洲华美的屋宇布局

和文化生活。除牌坊、楼房外，同时期镇内还涌现

出一批极具潜隐内涵和象征意义的匾额，至今保存

于民户住宅内，体现着地区民族的历史脉络和精神

气蕴。

二、匾额的基础意涵

匾额，也称牌匾、扁牍、牌额；我国第一部字

典东汉许慎撰 《说文解字》作如此释义： “扁，署

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１３］ “匾额”

初期简义为：题有表示标记或赞扬的字的长方形横

牌。林声指出这一定义不能完整概括匾额的内容与

功能。［１４］另相关研究领域内还存在着多角度的新定

义，认为：表达义理、情感之类的属于 “匾”，而

表达建筑物名称和性质之类的属于 “额”。［１５］结合

上述观点，匾额一般悬挂于门屏位置，题字通常表

达建筑物的性质、名称，嵌入了房屋建造者或拥有

者的人生义理与社会情怀的装饰物，既可作为一种

标识指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赞扬、谨诫、励志

等功能。匾额由匾文、上款、下款三部分组成，具

体形式不一，上款和下款统称款识，包括题匾人、

受匾人、赠匾人和日期，也印刻题匾者的印章等。

室内以木质匾额为主，室外则综合使用了木质和石

质两类材质，一般认为匾额从竖式向横向是随着古

建筑构件斗拱的变化而转变的，最先只由皇族官宦

使用，随后才普及到百姓厅室。匾额内容越翔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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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越有利于匾额历史文化的研究。

匾额的缘起较早，在秦汉时便已使用。据

《说文解字注》可知，最早的匾额是汉高祖六年

（公元前２０１年）萧何题写的 “苍龙” “白虎”两

块匾额。［１６］ 《后汉书·百官志》上记载：“三老掌

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

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１７］古代

社会用匾额表彰称 “扁表”，能获得朝廷或百姓的

扁表都是值得大肆宣扬的荣誉，故而匾额通常置于

显眼位置。匾额作为表彰形式在汉代已成制度，往

往被附以溢美之词。纪实小说 《太平广记》记载

了三国韦诞会多种字体且精通题书匾额。魏晋是书

法史的跨越点，世家大族争奇斗胜，注重匾额书法

展现形式的审美化。唐宋时期，匾额的用途更加广

泛，颜真卿的 《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涵盖颜氏

书法观点，将碑额广而告之于整个国家，颜体雄厚

庄严，是匾额使用最广的字体，正所谓 “无颜不

匾，十匾九颜”。宋代张择端画作 《清明上河图》

展示了匾额在市井民巷中的广泛使用，充分体现了

匾额的商业招牌价值。明清中央集权高度发达，也

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文化的多元

化发展，匾额形制日益精美完备，并逐渐渗入人们

日常生活，其关于礼制风化的教化效用更加突出。

明清时期，匾额文化达到蓬勃发展，在各地方志中

均有匾额的相关记载和说明。

喜洲匾额历史文化遗存众多，表达内容多样，

从社会效益和内容意义看，这些匾额主要分为显亲

扬名和社会团聚两大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对现存匾额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时代特征、社会伦

理，有利于反思近代商帮文化以及社会整合的历史

现实。

三、喜洲匾额与近代商绅的显亲扬名观

清末 “新政”制定了保护商业的法律法规，

甚至以爵位奖励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地位提高，士

商相混，他们是中央与基层社会的连接点，并在儒

家传统教化下在下层社会实现着自己的权威。［１８］１２８

商人身份的多重转变反映了近代社会商业的转型，

也有利于自身商业发展前景。商人 “以富求贵”，

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借权力保障自己的利益，

这一身份特征决定了他们捐官、做官是其在商界获

得成就后 “势所必至”的举动。［１８］１３１。

喜洲 “四大家族”之一的严家大院门上有

“司马第”大理石制阳刻匾，主院大堂正中也有

“司马第”的木质匾额，均为繁体字，木匾上款刻

有立匾时间 “光绪壬午年季秋月初三日”，下款注

明 “陆峻璋立”。“第”，古代列侯公卿被赐予田宅

名为 “第”，俗称 “大宅子”，往往被冠以 “大

夫”“司马”“荣禄”等官爵。“司马”是西周始置

的中央官职，位列三公，与六卿相当，掌军政和军

赋。汉武帝时成定制，为军职。明清时期称 “同

知”，即衙门佐官，系正五品官衔。严家另一处房

产今名 “严家民居”内也有一块 “大夫第”的大

理石匾，清朝，大夫是朝廷给官员诰赠之衔，诸如

朝议大夫、资政大夫等，适合多种级别的官职，为

虚衔，无俸禄，“大夫”匾往往不指明大夫具体级

别，也不指明主人翁。史载严子珍先祖中有任过千

户侯、知县、知府，其子杨克诚曾说：严子珍

“一生在清朝捐过 ‘同知’衔，在民国任过 ‘顾

问’，”［１９］也表明了严家功名匾是严家在家族商业

基础上行善扬善后获得名誉的可能性。与此类似

的，“进士”木质浮雕匾，上下纹饰二龙戏珠、二

龙戏水，造型为大理木雕中典型的龙头凤尾图，刻

有蝙蝠、莲花，做工精致，上款 “钦云南布政侍

司命云贵总督部云南巡抚部圣为”，下款 “后生张

文治立雍正戊申年大吕月吉旦”。“进士”是会试、

殿试已登第的举人。据考证，严子珍并未参与科

举，祖上也无考取进士的明确记载，图案又富地方

特色，应不为政府所造。现藏于董书普宅大门中的

“亚魁”木质匾额：黑底金字，上款 “第九名举人

董相立”，下款注明时间和赐匾者， “亚魁”是指

科举考试中乡试第六名。匾额的具体内容充实，明

确表达出该匾由下级为上级所刻。大户之家或富贵

之流常将展示家族地位身份的匾额挂于显眼的门额

位置，一则说明白族重视名誉，二则突出了地方大

家族的权重意识。

此外，“邑侯座客”红底金字阳刻匾，上款

“特授大理府云南县儒学正堂耿副堂窦为”，下款

“光绪二十九年冬月毂旦乡饮宾杨湘立”，中刻龙

头及印章，雕纹装饰。“邑侯”指县令，“座客”

即座上客，主要展现该家族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

系，是一种地方权威的潜隐表达。与此类似，“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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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匾从字面可知家族受到统治者照拂，既是家

族无上荣耀的显现，也表现着某种权威与震慑力。

严家匾堂内 “乡邦重望”红漆金字木匾，上款

“钦命云南布政使司林兵部侍郎云南巡抚部院兵部

尚书云贵总督部堂李魏”，下款为 “乡饮众宾八品

顶戴王显川敬上光绪三十年仲秋月廿五日毂旦”，

该匾强调了家族在当地的声望。从赠匾者的性质可

获得深层信息，或由乡邦邻里所赠，或由上层职权

者所赠予，后者分量更重且具证明性。由 “剑川州

儒学副堂兼理正堂为大清光绪甲辰年乡饮李四代立”

的 “名重庶老”匾寓含与 “乡邦重望”匾如出一

辙，亦属表彰类匾额，这类匾在喜洲极为常见。

匾额标明宅主身份、显示家族兴盛，标榜家族

人品德行，也警示后人光宗耀祖，让家族美名世世

相传，将自尊自信赋予整个家族的成员。撰于道光

二十年 （１８４０年）的 《挽鸣声董太封翁文》中说

明了经商与家名之间的关系：“乃忽焉而营利者利

遂，求名者名成，一转瞬焉而家道迭兴。”［２０］通常

情况下，“显亲”与 “扬名”相辅相成。许?光提

出白族在祖先庇荫的信仰下对民族人格有重要影

响，喜洲白族注重权威并积极参与竞争，而他们的

终极目标是显亲扬名。在新旧政权更替转型的过程

中，商人希望得到政府的表彰，并以此作为一种权

力庇护，以富求贵，在拥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

或直接捐官买官成为地方权威人物，或从事社会公

益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从而促进家族事业的

延展。

喜洲一带的富商巨贾，或是 “中家”“小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名号，代表商业集团的招

牌，具体分为字号匾、堂号匾等。堂号匾大多没有

分号，全部销路归本堂号所管，比如下关的 “大

德堂”，这类匾在坊间流传较广。字号类匾早期主

要用于说明商号及所属经营范围与店铺隶属关系，

随着经营与销路的拓宽，字号名声在各地传播出

去，不再挂匾，仅在分店中作特定的说明和表示，

因此字号匾通常掌握在大东家中。民国时期喜洲地

区商绅所经营的商号有严家的 “长春号”和 “永

春号”、董家的 “锡庆祥”、杨鸿春的 “鸿兴源”、

尹莘举的 “复春和”等。在买卖过程中，大多实

行认主顾的方式，概言之，商号的名气与信用在商

贸交流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注重道德规范、

诚信经营；注重个人修养、提升文化素质。因而，

近代迤西商帮被冠以 “儒商”之名，兼具儒者的

道德与文化，作为从商人士，对社会有崇高的责任

感，救世济民，“达则兼善天下”，不仅保证了商

业信誉，而且鞭策了地方社会的道德传扬，以及规

范了地方社会的经济秩序。民国初期新旧制度更

迭，但 “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并非呈现为同步的演

变轨迹”［２１］，他们仍能积极地适应并在社会建构上

发挥自己的功能。

四、喜洲匾额与近代商绅的社会抟聚力

宗族是一个民族的细胞，也是一种社会单

位。［１８］１２８宗族社会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支柱，以封建

伦理道德为基础，以继承祖业、光耀门楣、维持宗

族的稳定和繁荣为中心内容，提倡 “人道亲亲也，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２２］

喜洲现存匾额中祝寿匾的数量极多且内容翔

实，体现了尊老敬老的风尚。“寿荣古稀”木质黑

漆金字匾边框刻有 “圆寿”纹，两侧雕饰 “福禄

寿喜”四神，上款书 “国秀仁翁大人德配周氏孺

人古稀?庆”，下款书 “众亲友等同拜祝，宣统元

年初昏下浣日谷旦”，是众亲友古稀拜祝匾。院中

的 “星聚德门”匾是红底金字阳刻雕饰框，上款

“诰授奉政大夫前任四川邛州直隶州正堂署永昌府

龙陵抚□府袁为”，下款书 “例授儒林郎候选州左

堂陈安邦立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秋月?旦”，“寿”

字纹饰表明该匾为祝寿匾，主要是对尊老敬老的道

德模范家庭的鼓励与表彰。民国时期的 “松柏寿

贞”“极婺双辉”也属祝寿匾。这类匾额大多有松

柏、梅花鹿、喜鹊、蝙蝠等象征性动植物纹饰，寓

意松柏长青、福禄寿喜。白族推崇 “孝”文化，

认为 “孝”是做人做事的根基，个人应当尽孝，

首先便要先立德，其次是要孝顺父母，最后再由个

人去立身行道，创业扬名。［２３］

白族对祖先非常崇拜，血脉相承凝聚使得人们

更加看重家族伦理，民间乡土社会在同一祖先庇荫

下不断繁衍而成庞大的宗族。严家大院内的 “四

代同堂”匾为红漆金字阴刻无框匾，上下款俱全。

“四代同堂”指的是一个家族内具有血缘关系的四

代人同居，一般就男性而言的祖孙四代。“四代同

堂”指的是一个家族内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孙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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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居。从古至今，白族村户 “四代同堂”是令

当地村民羡慕的事，白族火把节时村中竖立的大火

把便由四代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的长辈点燃，这象

征着人丁兴旺、家庭幸福和谐，再者也显现节日习

俗中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孙的传统美德。

大理地区自南诏大理国时期便开始重视儒学文

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取其精华，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具体内容，不断完善了地区文

化。“乡饮宾”匾是红底金字、阴刻与阳刻结合的

雕饰匾，上款 “钦命云南等处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唐为”，下款 “康德盈立大清光绪九年春月吉旦”，

在黑色边框上绘直边祥云和缠枝纹，四角雕饰蝙蝠

纹样。“乡饮宾”是周制，是乡里贤士的统称，其

间分 “宾”“介”“众宾”等多等级，旨在使乡人

在聚会时能受教化，知长辈、明尊卑，是儒家尊贤

敬老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起到

引导社会风化的作用，此外，尚有 “道义纲维”

匾也说明喜洲商绅在社会活动空间中起着规范

作用。

商绅通过匾额为地方有识之士厘定 “经世致

用”的新目标，引导地方社会人士寻求转型时期

政治、社会、文化维度的平衡力。严家书房内的红

漆金字阴刻无框 “蟾宫待岁”木匾，上款书 “?

贺春元胡先生游学之举”，下款是?贺的亲友名

字。古代往往用 “蟾宫折桂”形容科举考试中金

榜题名之人，“蟾宫待岁”勉励拼搏，学会隐忍，

寄寓房主人一腔抱负终能实现，也表明严家重视教

育的风气。“书香世美”匾则体现房主人推崇诗书

求学，着眼于社会风尚转变，体现儒家社会规范的

理想状态，抒发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的远大抱负与

志向。“源远流长”为黑底金字素平阳刻匾，内容

充实，上款 “壬申初秋中元节”，下款 “旅缅十九

代后裔张家镒通荣教敬立八十二龄十八代孙张绍源

书刻撰”。“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强调自身

发展与家族传承要注重其中最本源的内容，注重个

人的品性与内涵，注重家族的家风与传统，以此激

励自己并警醒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时代洪

流中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

此外，严家庭院门楼的门屏上悬挂着许多题字

匾，这也说明了严家家风注重高雅情操、志存高远

等品性。在文人骚客的房屋中，这类匾额最为常

见，等同座右铭，多出自名家。“山水清音”素平

框阳刻匾，黑底繁体金字，上款 “民国庚午之春

题绮罗水映寺郡人李根源题”，下款 “乡人李怀仁

敬立”。“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表达了要形

塑个人崇高心灵，要时常融入自然，活跃思维，提

升思想境界。另外，这一匾额暗含着高山流水遇知

音的意味，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志同道合的知己有共

同的志向，进而有着一致的行为实践目标。匾额透

露出民国名士与商绅之间在地方建设的联合，向地

方民众传达正确的社会参与，也说明当时救国救民

是社会主流意识。近代 “进则忧国，退则乐天”

的知名人士李根源致力于恤民谋国、勇抗逆流，为

共和做出重要贡献。民国时期知名商绅严子珍积极

捐资助民、扶持乡里，白族学者赵甲南对此颇多赞

誉：“先生，好义之士也。举凡地方公共事业，皆

慨捐巨资为之，……”①。当时商绅重视地方教育，

捐资助学，如五台中学、苍逸图书馆等纷纷在边陲

小镇内倡设。“保我黎民”黑底金字阳刻无框匾立

于清光绪后期，恰逢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也是严

家发展势头最强劲的阶段，匾额表达了商绅不仅着

力于维护和发展家族事业，还表现出他们胸怀天

下，试图拯救民族危亡的自觉。近代云南诸多商

帮，尤其是较为富强的商帮视保境安民为己任，他

们是联结地方与国家核心地区之间关键人物，引导

着地方共同参与到主流的实践活动中，并努力改变

地方的社会风化。

五、结语

匾额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审美

观，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匾额文字维系着

一个不可见的理想社会空间，并致力于将虚象的精

神空间转变为现实的社会空间。匾额作为政府表彰

民间的一种方式，是中央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象

征了政府对地方的约束。商绅通过匾额宣传以达到

“中心”的社会生活与思想实践的 “在地化”，政

府利用赠匾将权力行使至地方，既维护地方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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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主流的伦理观念在民间弘扬。［２４］喜洲匾额文化

展示了喜洲经济繁荣发展的历史景象，体现了白族

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揭露了白族将文化教养隐含

于生活中，讲究精神世界的追求，重视宗族关系与

社会责任，注重权威与信用。通过文化的渗透与传

达，强调并重构新时代特征下的公序良俗，敦厚人

情世故，达到正德以及抟聚社会的效益，在研究拓

展过程中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丰

富的文化形式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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